TMT创新承诺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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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发现，团队层次因素（团队创新气氛和变革型领导）和个体层次因素（创新自我效能感）可能会同时影响高管团队成员的创新承诺；同时，利用我国东部沿海八省市2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个体及团队层次因素对高管团队成员创新承诺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变革型领导对高管团队成员创新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团队创新气氛与高管团队成员创新承诺的关系并不显著。此外，还探究高管团队创新承诺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团队创新承诺在团队创新气氛、变革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创新承诺是实现高团队创新绩效的一项重要驱动要素；高管团队创新承诺对变革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起中介作用，而在团队创新气氛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并没有显示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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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Innovation Commitment on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echnology-oriented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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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ignal transmission, we found that the innovation commitment of TMT members influenced by team level factors (team innovation atmosphere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individual level factors (self-efficacy of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And we used the 28 technology-oriented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of the eight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eastern coastal as the research sample. With the methods of hierarchical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test, w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sons-output and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study found: executive team commitment to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to achieve a high level of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novation of executive team commitment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m performance of innovation, but does not display the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eam innovation atmosphere and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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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被视为企业快速成长或获取高利润的关键[1]。特别是，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技术创新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唯有成功实现技术创新，才能更好地适应市场、科技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实现组织革新[2]。虽然技术创新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但科技型中小企业往往对技术创新是望而却步，因为技术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与生俱来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很可能会使企业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因此灭亡[3]。此时，谁能真正掌控全局、破除两难困境，并最终牵引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呢？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 Theory，UET）认为，唯独高管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TMT）才能扮演这样重要的角色[4]。首先，高管团队拥有高度自由决策的权利，并能显著影响企业绩效[5]。其次，高管团队的行为和决策对企业文化及员工行为能产生深刻影响。高管团队的创新性行为常会被映射为一种富含“创新精神”的企业文化，能有效引发员工创新行为，由此可见，高管团队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力量之源。高管团队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展现的团队创新绩效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成败，最终决定整个企业的命运。
自Hambrick等[4]提出“高阶理论”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高管团队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其中部分学者也积极研究了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集中探讨高管团队特征（如人口学特征[6-7]、异质性[8]）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以上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结论并不一致。Hambrick等[9]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不考虑团队过程、环境或者其他因素的中介或调节作用的话，容易得出有差异的结论。少数学者开始探讨团队过程（如行为整合[10]）等变量对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或中介作用，并得出了一些较有解释力的结论。纵观现有文献，会发现关于团队层次因素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已十分丰富，而鲜有研究探讨了个体层次因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此外，先前研究也并没有回答这些变量是通过什么心理机制作用绩效结果的，即高管团队在创新过程中心理状态的变化会产生何种团队创新绩效表现，或在企业创新行为或绩效结果上有何反映。目前我国国内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高管团队的研究也比较匮乏。综上所述，有必要将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析高管团队创新心理变化的前因及其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研究试图对上述亟待解决的问题作出回答。首先，在以往文献的支持下，引入心理变量（创新承诺）用于解释高管团队情景下团队、个体层次变量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结果变量的心理作用机理。所谓创新承诺，是指个体对创新的依恋，或决心实现创新目标的坚定信念[11-12]。此外，创新承诺也有在团队层次的概念，描述的是团队成员之间的集体创新承诺[13]。尽管有研究发现，个体在创新方面的承诺能够显著地预测其创新性行为[14]，但是，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讨集体的创新承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研究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检验科技型中小企业高管团队创新承诺和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将探究高管团队成员之间的集体创新承诺是否可以转化为更高的团队创新绩效，进而实现企业技术创新。除此之外，我们还想了解什么因素可以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高管团队成员创新承诺的塑造。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认为，个体创新承诺会受到团队层次和个体层次因素的同时影响。基于信号传递理论我们发现，主要有三大影响因素：团队创新气氛、变革型领导以及创新自我效能感。
2   理论研究与假设
信号传递理论描述的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个人决策过程[15]，特别适用于以下2种信息不对称情况：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限制一方的评估价值或质量的能力；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限制一方的预期行为或对另一方行为意图的理解。高管团队内部异质性导致的团队内部信息不对称属于上述情况的第2种，即信息不对称会限制团队成员的预期行为及对其他成员行为意图的理解。鉴于此，我们可以借助信号传递理论这个适当的和有用的镜头，探析高管团队成员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行为意图及其作出创新承诺的原因。由于在一个信号模型中一般包括信号员、信号和接收器3个核心主体[16]。在本研究中，我们希望高管团队及其成员作为信号员，可以将团队创新气氛、变革型领导及创新自我效能感等信号传递给高管团队所有成员，促进他们作出创新承诺，并转化为团队创新绩效结果。
2.1  团队创新气氛与创新承诺的关系

团队创新气氛作为团队成员对影响其创新能力发挥的工作环境的共同认知，一般包括远景目标、参与安全、任务导向和创新支持4个维度[17]。大部分研究认为，团队创新气氛对创新（如个体创新行为、团队创新绩效等）有显著影响。例如，Scott等[18]认为，组织的创新支持与资源提供等“创新的心理气氛”与个体的创新行为高度相关。Amabile等[19]进一步提出，在一个主动支持创新并对创新意愿给予奖励而不是惩罚的组织或团队中，创新发生的可能性更高。尽管以上研究表明，团队创新气氛在团队成员完成创新目标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未解释团队创新气氛对创新作用过程。然而，现有文献对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并不多，实证研究更少。James等[20]认为，气氛代表一种信号，即组织或团队对个体行为及其行为结果的期望，当个体接收到此信号后，便会以此设计其未来的创新行动。因此，有必要对团队创新气氛作用创新的内在机理进行进一步深入解析，并佐以实证。

本研究依据信号传递理论，将高管团队创新气氛解释为一个特别突出的信号，即团队成员都愿意以创新作为自身的远景目标，主动支持并积极参与团队创新任务。我们认为，高管团队成员一旦接收到这一强烈的信号，将被感染、鼓舞并在工作中努力发挥其创新能力，作出高水平的“创新承诺”，进而表现出较高的创新绩效。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团队创新气氛对高管团队成员创新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
2.2  变革型领导与创新承诺的关系

Bass[21]认为，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是一种领导方式，它将使下属充分意识到自己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从而激发下属更高层次的需要，促使下属把团队或组织的利益超越自身的利益，并比其预期更加努力工作。变革型领导包含4个维度：魅力（Charisma）；鼓舞性激励（Inspirational Motivation）；个体化关怀（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智力激发（Intellectual Stimulation）。在变革型领导下，组织或团队能满足个体的内在需求并提供支持和激励，使个体既有能力又能自由地创新。国内外相关研究也表明，变革型领导能激发员工创造性，对组织或团队创新有积极影响。例如，West[22]等认为，变革型领导者往往会给下属下达长远目标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下属通过持续有效的创新活动来实现既定的目标。Shin等[23]的研究也显示，变革型领导与下属的创造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变革型领导对组织或团队创造力或创新的间接影响，其中主要关注的是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作用。这些变量可划分为以下4种类型：（1）个体层次变量，如Gumusluoglu等[24]认为，变革型领导可通过心理授权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下属创造力；（2）团队层次变量，如Tsui等[25]提出，团队中的集体效能可以中介变革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3）组织层次变量，如Aragon-Correa等[26]发现，组织学习是变革型领导与企业创新的中介变量；（4）外部环境中的影响因素，如Jung等[27]的研究表明，竞争和环境不确定性对变革型领导与组织创新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变革型领导对高管团队创新承诺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创新承诺作为一个心理变量，在变革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将起中介作用。变革型领导作为一个信号，会向高管团队成员传递一种信念——“组织和团队将提供各种支持激励，希望每个人都能无忧地、积极地创新”。换句话说，变革型领导风格一旦被高管团队成员确认并接受，团队成员将大胆创新，并不担心失败会带来惩罚。由于拥有领导和组织的支持，团队成员将带着强大的信心和充足的资源、信息去创新，自然也较容易为自己的创新行为作出“承诺”。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变革型领导对高管团队成员创新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
2.3  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创新承诺的关系

认知心理学认为，个体认知过程在个体行为塑造中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而个体在认知过程中保持能动性的动力支持便是自我效能感，它被认为是个体行动的心理推动器。然而，自我效能感是与特定领域、特定任务甚至特定问题相联系的[28]。由于创新行为天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相对其他行为更需要强烈信念支撑，此时，个体对于自己能否取得创新成果的信念强大与否便显得十分重要。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Tierney 等[29]给出了“创新自我效能感（Creative Self-efficacy）”这一概念，从而有力地揭示了个体内在心理过程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相关研究也证实，创新自我效能感与个体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例如，Locke等[30]发现效能信念影响个体的创新思考和寻求挑战的欲望。在Ford[31]建立的激发个体创造行为的理论模型中，也将创新效能信念视为一个关键的动机因素。Tierney等[32]以Gist 等[33]的理论模型为基础，实证证明了创新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激发个体创新行为并对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

在本研究中，依据信号传递理论，创新自我效能感将作为一个信号反作用于本体，并在高管团队成员心理形成自我暗示，增强其对创新预期取得成功的信念。当高管团队成员对创新预期取得成功的信念很强，自然愿意作出高水平的创新承诺，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必定取得成功，实现创新目标；当高管团队成员在创新过程中自我效能感不高时，便很容易对创新失去信心，自然也不愿意作出创新承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创新自我效能感对高管团队成员创新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
2.4  高管团队创新承诺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

创新承诺是个体内心依恋创新的一种表现形式。作出创新承诺的个体愿意为创新付出努力，对实现创新目标有强烈的期望[34]。它实际源于“承诺”这个大的概念范畴，只是强调个体“承诺”的内容是创新而非其他。如果强调个体对组织或团队目标和价值观的“承诺”，便有了组织或团队承诺的概念[35]。然而，关于组织或团队承诺影响创新绩效的观点，理论界并未形成一致意见。部分研究认为，组织或团队承诺对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因为高水平承诺的雇员比其他雇员有更多的创新倾向，他们将工作视作一种自我实现，自然更愿意在工作中展现出更多的创新性。也有学者认为，组织或团队承诺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例如，Keller[36]检验组织承诺与上级评估的雇员工作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二者之间只有微弱的关系，并暗示组织或团队承诺和创新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其他影响因素。遵循这一研究思路，Chen等[37]研究发现，组织承诺，特别是感情承诺，主要通过组织公民行为影响员工创新绩效。尽管目前有少数研究分析了创新承诺与创新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38]，具体到创新承诺对绩效结果影响的研究则更少。

鉴于创新承诺表现出的特点与组织承诺几乎相同，并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即组织或团队承诺，特别是具体到创新方面的承诺，对创新绩效会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高管团队创新承诺对团队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上，提出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
图1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4年3月到2014年7月，以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我国东部沿海八省市的科技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首先从当地政府认定的所有科技型企业（以政府网站实际公布为准）中随机选取被调查企业，并确定在这些企业中积极参与公司战略管理的高管团队人员名单（包括CEO、CTO、CFO、COO、CIO等）及其邮件地址（信息来源：公司官方网站以及某知名商学院校友名册）。问卷发放过程中，我们采用捆绑式调查方法，即当企业中一位高管接受调查后，在我们的请求下一般会帮助调查其他高管团队成员。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155份，回收率为77.5％，剔除无效问卷31份（包括高管团队成员不足3人或问卷填写不符合要求两种情况），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2%。研究样本涉及28家科技型企业（北京8家、天津2家、山东1家、江苏4家、上海5家、浙江3家、福建1家、广东4家）。
3.2  变量设计与测量

3.2.1  前因变量

    首先，测量团队创新气氛变量，我们采用West[22]编制的团队创新气氛（Team Climate Inventory，TCI）问卷，其中包括4个分量表，分为远景目标（11个题项）、参与安全（12个题项）、任务导向（7个题项）、创新支持（8个题项）。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image: image2.png]


）为0.82，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其次，测量变革型领导变量，我们采用李超平等[39]在Bass建立的MLQ（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基础上修订的中国情境下的变革型领导问卷，涉及德行垂范（5个题项）、愿景激励（6个题项）、魅力领导（10个题项）、个性化关怀（5个题项）4个测量维度，由其他高管团队成员直接对CEO进行评价。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image: image4.png]


）为0.77，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最后，测量创新自我效能感变量，我们采用Carmeli 等[40]编制的个人创新效能感问卷（共8个题项），涉及个体创造性表现的多个方面，包括对自己有创意地完成工作任务、达到工作目标、有创意地克服困难与挑战等能力和信心的评价。以上3个变量的测量均采用Likert5分等级量表，1表示“极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一般同意”，4表示“比较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image: image6.png]


）为0.79，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3.2.2  结果变量

    测量创新承诺变量，我们采用Ulrike等[41]编制的创新承诺问卷，涉及创新意愿（4个题项）、创新支持度（5个题项）2个测量维度。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image: image8.png]


）为0.78，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对于团队创新绩效的测量，我们根据刘惠琴等[42]编制的高校学科团队创新绩效问卷，自行开发了高管团队创新绩效问卷，其中包括2个维度：团队创新能力（5个题项）和团队创新行为（6个题项）。以上2个变量的测量同上，也均采用Likert5分等级量表。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image: image10.png]


）为0.84，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3.2.3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的文献[39-42]，我们确定了个人层面和团队层面的控制变量。个体层次上有5个控制变量：性别（女性0，男性1）、年龄（年）、教育年限（年）、组织任期（年）及团队任期（年）；在团队层面，我们控制了1个变量：团队规模（人数）。
4   分析与结果
4.1  同源偏差分析

由于数据均来自高管团队成员的自我报告，易产生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CMB）问题。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同源偏差（Common Variance，CV）的问题，结果发现，第1个因子的解释力为15.82%，数据同源偏差并不严重。
4.2  变量区分效度分析

在假设检验之前，我们首先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CFA），考察团队创新气氛、变革型领导、创新自我效能感及创新承诺这4个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以确保测量模型的可靠性，结果表明，我们的测量模型与数据拟合非常好（CFI=0.98，NNFI=0.97，RMSEA=0.04）。当RMSEA<0.08，CFI和NNFI>0.90时，拟合指数可接受。其次，我们通过计算平均提取方差值（AVE）检验变量结构一致性。为了确保变量间存在足够的区分效度，AVE必须超过在同一相关矩阵中行和列对应潜变量的相关性系数。结果显示（如表1），变量的内部结构关系很令人满意。
表1 个体层次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矩阵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1.性别
	0.82
	0.32
	—
	
	
	
	
	
	

	2.年龄
	40.15
	18.36
	.15
	—
	
	
	
	
	

	3.教育年限
	16.94
	10.38
	-.26*
	-.03
	—
	
	
	
	

	4.组织任期
	12.43
	1.94
	.13
	.09
	-.14
	—
	
	
	

	5.团队任期 
	3.86
	0.56
	.08
	.08
	.10
	.07
	—
	
	

	6.创新自我效能感
	3.58
	0.73
	.04
	-.11
	.13
	-.02
	.09
	.79(.71)
	

	7.团队成员创新承诺
	4.20
	0.63
	.03
	-.20*
	.05
	.00
	-.05
	.31*
	.78


注：1）N=124；2）*表示P<0.05；3）对角线上括弧外数字，表示信度系数（Cronbach[image: image12.png]


）；4）对角线上括弧内数字，表示平均提取方差值（AVE）

4.3  聚合分析
在聚合检验（Aggregation Test）方面，团队创新气氛、变革型领导、高管团队创新承诺及团队创新绩效作为团队层面的变量，需要用团队中个体调查结果的平均数作为其指标，因此有必要从组内同质性和组间差异性两方面检验数据聚合效果。我们通过计算组内一致性系数（[image: image14.png]Ywe



）和组间相关系数（ICC）来验证团队中个体对以上4个变量的评价聚合到团队层次的适合性。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团队创新气氛的组间均方和组内均方存在显著差异

（F23，118=3.97，p<0.05），ICC1和ICC2分别为0.31、0.75，[image: image16.png]Ywe



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912和0.931；变革型领导的组间均方和组内均方存在显著差异（F23，118=1.69，p<0.05），ICC1和ICC2分别为0.19、0.61，[image: image18.png]Ywe



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813和0.829；高管团队创新承诺的组间均方和组内均方存在显著差异（F23，118=2.56，p<0.05），ICC1和ICC2分别为0.22、0.68，[image: image20.png]Ywe



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882和0.894；团队创新气氛的组间均方和组内均方存在显著差异   

（F23，118=2.92，p<0.05），ICC1和ICC2分别为0.14、0.62，[image: image22.png]Ywe



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799和0.841。以上变量的ICC1>0.12,ICC2>0.47及[image: image24.png]Ywe



的均值和中值超过0.70，符合评价一致性的基本标准，可见，数据在团队层次的聚合是适当的、有效的。

4.4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和表2分别给出了个体层次和团队层次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此外，我们还发现，变量间的相关性水平临界值均未超过0.75，我们判断本研究中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团队层次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矩阵
	变量
	M
	SD
	1
	2
	3
	4
	5

	1.团队规模
	4.43
	3.04
	—
	
	
	
	

	2.团队创新气氛
	12.43
	1.94
	-.06
	.82
	
	
	

	3.变革型领导
	3.46
	0.43
	-.02
	.15
	.77
	
	

	4.团队创新承诺
	4.17
	0.53
	-.14
	.21
	.53*
	—
	

	5.团队创新绩效
	2.89
	1.15
	.04
	.18
	.24
	.40*
	.84


注：1）N=28；2）*表示P<0.05；3）对角线上括弧外数表示信度系数（Cronbach[image: image26.png]


）

4.5  假设检验
首先，我们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对假设1—假设3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研究结果不支持假设1（[image: image28.png]


=-0.18，p>0.05），假设1不成立。研究结果支持假设2（[image: image30.png]


=0.27，p<0.05），假设2成立。研究结果支持假设3（[image: image32.png]


=0.42，p<0.05），假设3成立。使用分层回归分析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检验假设4，分析结果见表4所示，高管团队创新承诺对团队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image: image34.png]


=1.12，p<0.05），即假设4成立。
表3 高管团队成员创新承诺前因的多层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Model 1
	Model 2

	团队层次控制变量
	
	

	团队规模
	.01 (.02) 
	-.02 (.02)

	个体层次控制变量
	
	

	性别
	-.05 (.15)
	.01 (.14)

	年龄
	.01 (.01)
	.01 (.01)

	教育年限
	.01 (.06)
	.01 (.06)

	组织任期
	.01 (.01)
	.01 (.01)

	团队任期 
	-.01 (.01)
	-.01 (.01)

	主效应
	
	

	团队创新气氛
	
	-.18 (.16)

	变革型领导
	
	.27*(.09)

	创新自我效能感
	
	.42*(.16)

	模型统计量
	
	

	Deviance (-2 log likelihood)
	256.10
	248.20

	[image: image35.png]



	–
	22.60*

	Pseudo-[image: image37.png]R2




	.04
	.16


注：*表示P<0.05
表4 高管团队创新承诺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多层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Model 1
	Model 2

	控制变量
	
	

	团队规模
	-.16* (.07)
	-.18* (.06)

	主效应
	
	

	团队创新承诺
	
	1.12*(.45)

	回归统计量
	
	

	[image: image38.png]



	.31
	.49

	Adjusted [image: image40.png]R2




	.21
	.39

	F
	3.00
	4.60*

	[image: image41.png]



	–
	.18

	[image: image42.png]Fof AR?




	–
	6.79*


注：*表示P<0.05
4.6  中介作用分析和鲁棒性检测
鉴于上述结果，后续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创新承诺在本研究模型（如图1）中是否会起到的中介作用。我们通过Sobel检验来评估这种可能性。但在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事先了解一下在多层次模型中评价中介作用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当有模型中有一个或多个独立变量、中介变量或因变量存在于团队层面，任何中介效应也就只能发生在团队层面。Preacher等[43]发现，一个层面的自变量对另一个层面的因变量的影响可以被中介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因此，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只评估团队层面独立变量之间的中介效应。中介作用分析结果如表5上半部分所示，高管团队的创新承诺对变革型领导和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重要间接影响（[image: image44.png]


*[image: image46.png]


=0.49，p<0.05）；另一方面，对团队创新气氛和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没有中介作用。
表5下半部分给出了两个鲁棒性检测的结果。然而，要进行鲁棒性测试，需要克服目前存在分歧的一个问题，即是否存在最适合方式评估中介变量在多级模型中的“Micro-Macro”效应。“Micro-Macro”效应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变量最初在个体层面的表现随后会影响其团队层面的构造。在我们这项研究中，创新承诺变量对研究模型也可能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检查聚合到团队层次之前的创新承诺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实现从概念上和分析上解决其中的“Micro-Macro”效应。如表5所示，结果再次证实了高管团队创新承诺对变革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中介影响。
表5 高管团队创新承诺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中介效应检验
	[image: image47.png]a(agg)




	[image: image48.png]B(Bse)




	[image: image50.png]


*[image: image52.png]




	团队创新气氛[image: image54.png]


团队创新绩效
	-.16(.16)
	1.18 (.45)* 
	-.18

	变革型领导[image: image56.png]


团队创新绩效
	.42(.14)*
	1.18 (.45)*
	.49*

	鲁棒性测试
	[image: image57.png]a(agg)




	[image: image58.png]B(B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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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62.png]




	团队创新气氛[image: image64.png]


团队创新绩效
	-.18 (.19)
	1.05 (.40)*
	-.16

	变革型领导[image: image66.png]


团队创新绩效
	.54 (.19)*
	1.05 (.40)*
	.56*


注：*表示P<0.05
5    讨论
尽管国内外学者一直都比较热衷于研究高管团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但基本主要侧重于探讨团队层次因素对企业创新行为或绩效的影响，忽视了个体层次因素的作用；同时，以往研究也并未回答这些变量是通过什么心理机制或中间变量作用企业创新结果的。换而言之，通过何种心理刺激才能打造高创新绩效高管团队，最终实现企业创新。另一方面，科技型企业往往比任何其他类型企业都要依赖创新，创新对其意义自然也不言而喻，然而，不幸的是，目前探讨科技型企业高管团队与创新关系的研究文献并不多。鉴于以上不知，本研究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试图探究以下3个问题：（1）团队创新气氛、变革型领导及创新自我效能感多层次变量对高管团队成员创新承诺是否都有积极影响；（2）高管团队集体创新承诺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否显著；（3）高管团队创新承诺在团队创新气氛、变革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论表明：变革型领导、创新自我效能感与高管团队成员创新承诺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团队创新气氛与高管团队成员创新承诺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高管团队成员集体创新承诺对团队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创新承诺对变革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起中介作用；高管团队创新承诺在团队创新气氛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并没有显示中介效应。

以上研究结论既丰富了企业创新管理理论，对促进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当甄选和委任公司CEO时，需要考虑其变革型领导能力；第二，在高管团队内部塑造一种积极创新的气氛，有利于提高团队创新绩效水平；第三，高管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创新成就动机是高管团队努力创新的内在动力源泉。只有真正塑造高管团队集体创新承诺，方能实现从“官员型”高管团队向“创新型”高管团队转变，最终成就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本研究取得了一些对理论和实践都非常有意义的结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研究假设涉及多层次和（或）多源数据，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潜在威胁。除了方法论上的局限之外，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其他因素可能在塑造高管团队成员的创新承诺上发挥作用。在本研究中，基于相关理论和研究，我们试图确定高管团队成员创新承诺的团队层次和个体层次前因，然而，在每一个层面上，仍可能存在许多其他影响因素，例如，关于团队领导风格，未来研究可检验一下交易型领导对高管团队成员创新承诺的影响；此外，外部利益相关者作为一个信号也可能影响高管团队成员的创新承诺。最后，在认清这些局限的同时，我们希望这项研究可以有助于更好理解高管团队成员的创新承诺的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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